
在科学素质不断成为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决定一国综合国力及国际竞争力的时代

背景下，针对公民科学素质的调查也成为一项

基础性工作而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全面了

解公民的科学素质状况已成为各国检验公民科

学素质建设状况和制定相关政策的基本依据。

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

学者米勒 （Jon D. Miller） 依据当时的科学社会

化语境，并借鉴政治学领域的热心公众理念与

公共政策制定的分层模型而构建的调查体系[1]，

包含了对于公民科学素质的测量、公民的科技

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对公民科学态度或科技政策

的支持和参与等等的调查[2-3]。
本文所称的“米勒体系”意指专门针对公民

的科学素质进行定量测量的体系———对于科学素

质的维度界定，以及基于这些维度所构建的测量

指标、题项及分析方法等，即关于测度的体系，

而非整个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体系。随着理论与

实践的逐渐深入，米勒体系经历了不断的发展，

从中，我们不仅能窥见科学技术的进展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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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展，而且能更深层次地理解米勒体系所隐含

的基本理念，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和合理借鉴米

勒体系，以更好地开展我国的公民科学素质测量

与调查工作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 米勒体系的结构演变[2-4]

1.1 最初的三维结构及其发展

在米勒看来，科学素质是一个多维概念，

包含三个相关的维度———（公众） 对基本科学术

语和概念的理解、对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本质的

理解、对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的理解。

在公民科学素质的测量中，每一个维度都有独

立的指标和判断标准，只有同时在三个维度都

达到了最低素养标准的公众，才被认为是具备

了基本的科学素质。

1.1.1 对基本科学术语和概念的理解

最初，米勒设计了三个知识题项———放射

性、GNP 以及 DNA，它们被认为是代表了基础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术语。这一测量通过两个步

骤进行：首先，被访者通过自评的方式判断自

己对术语的了解程度，分为清楚理解、大致理

解和不太理解三个层次；第二步，认为自己对

术语有清楚理解和大致了解的被访者进一步被

要求对该术语的意义进行说明或解释，他们的

回答都被调查员记录下来。为了提供这一维度

的独立测量，一个概括的指标被构建出来：一

个被访者如果表示至少清晰地理解三个概念中

的一个，或者大致了解两个概念以上就被认为

是对基本的科学概念达到了理解的程度。

米勒指出，这种自评的方式由于依赖公众

的主观判断，比起直接的实质性探究来说缺乏

精确度，因而存在内在的局限性，一方面公众

可能高估自己的理解程度，另一方面公众在大

致理解和不太理解之间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如

果应用其他的探测，一些被认为对科学术语和

概念具有较高理解程度的被访者可能会被归到

较低水平上。因此，这里的评估应该被作为公

众真实值的上限 （upper limits）。

从一开始，米勒就认为对公众理解基本科学

术语和概念的测量不够充分，因而在 1988 年的

美英合作调查中，对科学技术知识题项进行了扩

展，米勒认为这次扩展是这一维度上的一次实质

性的进步。1988 年的测量中包括了 15~20 个科学

技术知识问项，确定了对其中 10 个能表征足够

的多样性来构建指标的问题进行调查，被访者每

答对一个问题得 1 分，分数从 0 分到满分 10 分。

这一维度上科学素质的标准为得 7 分 （即总正确

数的 2/3 以上） 及以上的被访者被认为达到了理

解科学术语和概念的足够水平。

1988 年的这一套问项，对公众的理解进行

直接的实质性探究，问题由封闭式的对错选择

和开放式的问答相结合，从而建立了一套核心

的知识项，稳定地在各国之后的调查中得到了

应用 （在具体的测量中，对这些知识项稍有扩

充或删减）。

对于科学概念这一维度的测量，米勒认为，

虽然在不同的调查中确切的问项都有所不同，

但是核心点在于，每一个问项组都可以被看作

是，对于公民科学素养来说极其重要的几百个

概念领域中的一个样本。2061 计划提出的概念

范围就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近似，它可能组成科

学素质相关概念的领域[4-5]。在新近的研究中，

米勒还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核心题项提

供了测量科学术语词汇的永久的集合，但是，

不断地丰富这一集合以反映科学技术的发展也

是非常重要的。譬如，米勒在 2003、2004 以及

2005 年对美国公众的研究中就包括了新的对干

细胞、纳米技术、神经元、基因组以及神经科

学和新的关于动植物转基因和纳米技术、生态

学、传染病等的封闭性知识问项[6]。
1.1.2 对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本质的理解

这一维度上的测量，通过两个步骤进行：

首先，采用被访者自评的方式，将自己对于

“科学研究的含义”的理解程度进行了三个层面

的划分———清楚理解、大致理解和不太理解；

其次，用自己的话来解释科学研究的意义，他

们的回答被进行文字编码。此外，米勒依据多

重测量原则 （multiple measurement principle），

引入了一小组关于占星术的封闭式题项进行进

一步的确证，内容包括：他们阅读占星术报道

的频率为多少，他们认为占星术非常科学、部

分科学还是根本不具科学性。

在这一维度上，最终的测量标准为：对科学

研究表示理解并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开放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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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如，涉及“实验”，后来扩展为涉及“理论

检验”或者严格的、系统的比较等也可），并且

能认定占星术不是科学的，即被认为达到了理

解的程度。即，对于“科学研究”的含义既有

理论上的模糊认识，也能有实例的确切认识。

1988 年的测量方式与之前相类似，但在编

码技术上有了较大提升。采用联合编码训练论

证了双盲、开放性编码的可行性，使得再现系

数达到了 0.9 的范围内，从而使得跨国比较的可

行性更高。

1995 年美国的调查以及 1992 年欧盟的调查，

使得这一维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首先，关于

科学研究的意义的开放式问题，被认为正确的一

个普遍标准是，科学研究要做“试验”。进而，

为了深入测量对实验意义的理解，1993 年在对

生物医药素养的研究中，米勒设计了一个对照

组 （control group） 实验的封闭性问题。所有的

被访者都被继续追问选择的原因，即是否理解

对照组的原理。那些选择了对照组且能说出其

基本原理以及知道其基本原理但因为伦理等考

虑而没有选择的公众，都被认为是理解了这一

部分。此外，还包括第三部分，一个关于概率

的封闭式问题。问题假定了这一情况。

1995 年对科学探究本质有最低理解水平的

判断标准为：首先，必须能够把科学研究的目

的描述为建立理论和进行验证，或能够表明对

试验设计或程序有正确理解，以此来证明自己

理解了科学探究的本质；其次，必须表现出对

概率的正确理解。这一标准自此稳定下来，得

到应用。

1.1.3 对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的理解

这一维度上，最初米勒将其具体界定为公

众对科学政策问题的理解。因而 1979 年的调查

包括了关于 3 个争论 （食品中化学添加剂的使

用、核能、空间开发） 的独立题项组，对每一

个争论，被访者都被要求列出两个潜在的利益

和两个潜在的危害。被访者能至少列出 12 个可

能的潜在利益和危害中的 6 个就被认为是具备

了这一维度上的基本素养。

而在 1988 年的美英合作调查中，米勒对这

一维度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他认为，这一维度

应考察个体作为消费者、父母以及公民，对科

学技术对社会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广泛影响的理

解，主要涉及技术素养 （technological literacy）。

他认为，理解一些有关电脑或抗生素、放射性

等知识比知道电子的大小等科学知识更能帮助

公众应对他们可能遇到的技术及公共政策问题，

因而设计了 5 个题项来测量技术素养的社会影

响维度，被访者每答对一个问题得 1 分，分数

从 0 分到满分 5 分。这一维度上素质标准为，

得 3 分及以上的被访者被认为足够理解科学对

社会的影响，或达到了足够的技术素养水平。

米勒自己对这一维度的测量并不满意，但是他

认为较之以前的测量，这是最好的一个评估变

量了，并期待在后续的测量中进行改进，这些

题项后来被米勒整合到科学素质的其他两个维

度上。

1998 年，米勒发现，在跨国比较研究中，

第三维度的测量在不同国家之间，内容上有实

质性差异，于是逐渐将这一维度从科学素质测

量结构中剥离出来，仅用前两个维度进行科学

素质的测量，称之为二维结构。而公众对科学

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的理解，通常以“公众对占

星术或伪科学的看法”作为量度，且作为公众

对科学技术态度调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1.2 从三维结构到二维结构的实践

如前所述，基于第三个维度测度和国际比

较的难度，很长一段时间，米勒体系对公民科

学素质进行测量都表现为一种二维结构：公众

对基本科学术语和概念的理解、公众对科学探

究的过程和本质的理解。

并且，米勒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 （confirma原
tory factor analysis） ①方法，以 1995 年美国公民

科学素质测量的指标体系为例，对这个二维结

淤验证性因素分析是一项用来验证一组题项间关系的假设的技术遥 在这个案例中袁 假设公民科学素质可以分为两个维度袁
概念理解和过程理解遥 这一技术检验所有题项间的联系并确定两组题项 渊因素冤 在每个维度上的题项间有极高的相关

度袁 而与另一个维度的题项则不必具有较高相关度遥 本案例中袁 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两个因素是积极相关的遥 一般来

说袁 因素负载 渊factor loading冤 在 0.7 以上比较好袁 值越高表明指标越能测量所属因子曰 而值在 0.4 以下的指标即被认为

不能很好地测量所属因子袁 应该被剔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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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及这两个维度上指标设计的合理性进行了

确证。对第一个维度进行确证性分析发现，各

个问项的因素负载 （factor loading） 都达到了 0.4
以上，对 DNA 和分子的开放性问题的因素负载

甚至达到了 0.77 以上，从而表明这些问项能作

为概念词汇维度的测量指标。同时，这些题项

反映了一个从基本原子结构到基本生物概念再

到地球科学的广泛知识范围，虽然这不是一个

穷尽的组项，但是从广泛的科学学科系谱中开

发出了基本的科学概念。对第二个维度的确证

性分析发现，因素负载也都在 0.6 以上。

米勒体系在这个二维结构上的具体设计为

两个方面。 （1） 对基本科学术语和概念的理

解。如米勒指出的，在具体各年的调查中内容

会有稍许变化，但总体变化不大。对于科学术

语，通常使用 2~3 个基本科学概念，如 DNA、

分子、原子、放射性、酸雨、电脑软件等基本

概念。2001 年的调查中即使用了 DNA 和分子两

个基本术语。对于科学观点，大致采用 1988 年

所确立的核心题项，稍有添加或删减。以 2001
年美国的调查来看，题项包括 16 个 （其中 13
个是非题，3 个选择题）。而判定是否具备这一

维度的标准与此前相类似，即对科学术语达到

完全正确或有些了解，科学观点题项能正确回

答 10 个及以上 （总题数的 2/3 以上） 即可。

（2） 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本质的理解。这一维度

上，基本自 1995 年之后趋向稳定，即包括一个

对“科学研究”含义的理解的开放性问题，以

及对“双组试验”和“概率”问题的选择题。

判定标准也保持不变。

1.3 从二维结构向单一维度的转变

在更近期的研究中，米勒指出，在整个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对用来测量公民科学素

质的术语和概念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了一个

双因素结构 （two-factor structure），并且这个两

个因素的相关度高达 0.8 以上。在一定意义上，

这一模式已经足够证明一个单一因素方案的合

理性了。但是，出于同时要求公众理解科学概

念 （并掌握一定词汇量） 和科学探究过程的逻

辑性需要，才继续沿用之前的二维模型。

并且，到了 2003 和 2004 年，两个因素的

相关度达到了 0.94 甚至更高，从而高度有效地

排除了继续保持二维独立评估的任何看似合理

的依据或理由。对 2005 年美国的调查题项的因

素负载验证进一步表明科学素质概念的单一维

度特性[7]。这一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所有的 30
多个题项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因素。这些较高

的负载也指出，很多这些题项都是可替换的，

并且可能作为测量公民科学素质的一个子集。

并且，我们注意到，生物学题项和物理学题项

都散落在因素负载中，而 2004 年另一个成人样

本的测量题项中，对物理概念、生物概念和科

学探究过程进行单独的负载分析发现，三者的

相关度高达 0.94 以上。因此，可以认为，概念

词汇和过程理解的这一集合同样适用于物理学

和生物学概念。

在整个负载分布中，存在一个术语词汇

（constructs vocabulary）问题和过程导向（process-
oriented） 问题的混合集，以及开放性问题和封闭

式问题的混合集。这种科学素质单一维度的方式，

提供了测量被访者知识或理解的最优方案。

至此，米勒体系从包含了科学知识、科学

过程以及科学与社会的三维结构，转向了重点

关注科学知识的一维结构。并且，针对科学素

质测量的这一单一维度方式，对个体公众的度

量将充分使用项目反应理论 （Item Response
Theory） ①的赋值程序，并为了描述的方便，将

平均值调整至 50、标准差为 20，使得所有个体

公众的科学素质指数将落在 0 至 100 的范围内。

分值达到 70 以上的公众，则被认为具备了基本

的科学素质水平。

2 米勒体系的理念分析
同“观察渗透理论”一样，任何的测度体

淤项目反应理论是一种能将不同难度和不同组的测试项目放置在同一刻度上进行衡量的理论和方法遥 它通过对项目参数

和各个国家的潜在分布进行评估袁 并使用最大边际相似法 渊Maximum boundary likelihood similarity冤 进行分析袁 依据 IRT
参数要要要难度参数尧 倾斜参数 渊也称区分度参数冤尧 猜测参数消除各国在设计题项上存在的难度差异等问题袁 使得跨国

比较更加可行且科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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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都会有其理论预设、目标导向等基本假定。

就公民科学素质的测量而言，测度者的“科学

观”以及对于“公众理解科学”的基本理念影

响其对科学素质概念的界定以及测度指标等等

的设计。同样，以“理论指导实践”的观念来

看，公民科学素质测量的测度体系中指标的设

计以及测度的内容，同时也具有价值导向作用，

影响着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以及对于公民科学

素质建设的理念和制度设计。任何建立在一定

价值判断上的科学测量，都会形成一个对于科

学和科学活动的图景，这种意象会塑造公众的

科学观和利用科学的方式，从而影响公众对科

学的理解。

在此意义上，深入地探究米勒体系所隐含

的基本科学观和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才能实

现我国的公民科学素质测量与我国当前的科学

发展阶段、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理念以及国家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导向的有效结合和匹配。基于

以上对于米勒体系结构演变的分析，不难发现，

其表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理念。

2.1 传统的科学观

科学观反映的是人们对科学的整体的、基

本的看法与认识，简言之，即为对科学的一般

看法。从米勒体系对科学素质维度的设计、判

定的标准、采用的方法及其表现出的倾向都体

现出他对于科学认知的一种传统观念。

2.1.1 首先袁 体现在米勒对于科学素质的界定及

其测度的设计上

通常，传统科学观主要是指实证主义的科

学观，概括说来，这种科学观的基本要点有：

科学是客观的、理性的事业，其合理性在于它

与自然界客观事实的符合性，并与社会因素无

涉；科学的目标和动力是追求知识和真理；实

验方法是获得科学知识的正确途径，实验产生

的事实是对自然界的反映；科学争论是关于客

观事实的争论，在争论中符合客观事实的一方

将取得胜利；科学知识是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

真理，其基础是直接的经验，拒斥对权威的信

任；科学是不断累积发展而来的，等等[8]。这种

传统的科学观自 17 世纪至 20 世纪中期，一直

居于主导地位，其中的很多方面在米勒体系关

于科学素质的维度设计上得到了体现。

在米勒看来，“知识”形式是科学内涵的

最突出特征，尤其从最初的三维结构转向二维

结构，乃至新近的一维结构，均直接将其称为

科学知识测量。米勒认为，对于公民科学素质

来说，掌握基本的科学术语和概念知识首先是

第一维度的。即意味着，他认为，追求知识是

科学的首要方面。并且，他认为，在浩如烟海

的科学知识体系中，存在对公民科学素质来说

极其重要的核心概念，它们是正确的、稳定的、

具有持久的可测量性，并且集中于正式的教育

体系之中，历经时间考验仍能保持真理性。这

一维度的具体题项，基本为物理学、生物学、

化学、天文学、地理、数学等方面的基础性知

识。可见，“自然科学”被米勒体系赋予了等

同于科学的地位，自然科学之外的知识或内容，

在此难寻踪迹。

而对于科学探究和本质的理解维度的设计

和判定标准，所反映的对于科学研究的认识表

明，米勒深受经验主义和波普尔科学哲学观念

的影响。他认为，公众应起码理解科学是建立

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的，理想的状态是将科学理

解为对理论的构建和检验，最低限度要能将科

学理解为对命题的经验检验 （即，通过经验对

假说进行检验），而科学观念也需要经受经验的

检验，并且具有被证伪的可能性[4]。同时，米勒

体系要求公众将“占星术”认定为不科学或者

伪科学。可见，在米勒看来，科学的这一特性

是其区别于“伪科学”或其他知识形态 （如哲

学、宗教等） 的基本特征。

此外，科学素质的具备，需要起码能理解

在科学研究中数学的重要性，尤其以概率为例。

在科学哲学发展进程中，对于数学的认识经历

了不断的演变，如将其作为经验的 （亚里士多

德）、先验的 （康德），或者排除在经验学科之

外 （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或者认为数学

是作为最后手段的一种自然科学 （莫斯托夫斯

基），甚至拉卡托斯独创性地将数学作了拟经验

的理论的认定，赋予了数学基础的研究以方法

论的意义[9]。无论这种认识和讨论将走向何处，

至少可以认定的一点是，数学作为一种方法或

者学科，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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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米勒体系至少包含

了传统科学观对于科学知识的倚重，包括认为

科学知识是有效的、科学知识的证据来自观察、

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可以通过实验进行检验、科

学知识的特殊的认识论地位、科学知识作为不

断增加的事实资源，等等。

2.1.2 其次袁 体现为米勒体系所秉承的类 野科学

学冶 的思维方式

爱丁堡学派的创立者之一、 《科学的社会

研究》 的常务编辑大卫·艾杰 （D. Edge） 在分析

STS 的线索时指出，在“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传

统”这一线索下，其中一种研究进路为“科学

学” （Science of science） ———由普赖斯的 《小

科学、大科学》 所引发的、争论焦点之一为

“是否应该制订一项‘削减’科学开支的计划”

的、对科学进行研究的学科。这一进路体现了

人们持有的一种关怀，即如何为科学与技术投

资的理性决策，为训练合适的人来监督此项活

动寻找“可靠的”的基础。“科学学”的目标

试图为科学与技术投资的决策提供“客观的”、

“价值中立的”基础，从而赋予它们以科学的可

信性。虽然这一特定的视角这些年来已经淡出，

但它毕竟留下了不少宝贵的遗产：STS 研究的定

量方法，引证和互引的分析方法，以及来自于

政策科学的不少有益的分析。“科学学”进路

实质上体现了一种理性主义的、无批判性的传

统科学观念[10]。
结合此前对米勒体系的分析来看，我们会

发现，米勒体系秉承了一种类似于“科学学”

的传统。首先，米勒体系的研究较多地体现为

一种政府立场，为其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米勒体系产生的社会背景之一即为科学社会化

过程中与政府、政治的密切关联，而其目标指

向即为民主政治中公众参与科学决策[11]。并且，

我们注意到，对米勒体系缘起的探究和其所依

托的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调查中，一直保留着

公众对政府投资科学技术领域的偏好和意向的

调查。这些都试图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基础。其

次，米勒体系对公民科学素质的测量，体现为

“科学学”推崇的定量传统，“充分运用观察、

估算、试验以及运筹学等手段”[11]，以“客观

的”数据调查结果，为决策提供“价值中立的”

基础。

2.2 基于 野缺失模型冶 的公众理解科学理念

米勒体系对于公民科学素质的测量，关注

的对象为公众的科学素质水平，即公众的客观

科学知识的绝对水平，在科学与公众的界面上，

科学知识成为焦点。同时，米勒体系通过社会

调查获取数据，以一种规范性的判定标准来界

定科学素质的绝对水平，这一判定标准由科学

家确定。

对于科学素质的重要性，米勒认为，在当

代美国的科学技术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影响从

个人层面扩展到国家政治的各个领域，公众只

有掌握更多的知识，才能提高科学素质水平，

才能更积极有效地参与科学政策决策过程，公

众的科学素质水平是其参与民主政治的重要前

提。而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的公众是缺乏科

学素质的，因而对科学政策相关问题缺乏关注；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公众科学素质的建设[12]。
米勒的思维模式表现为：更多的知识会增

加对公民参与的理解和机会。按照这种观念，

公众对科学技术事务采取的任何消极立场都

当然地被解释为缺乏科学知识的表现，科学

知识因而被不加批判地赋予了积极的或正面的

价值。

从以上内容来看，米勒体系对于科学与公

众之间的关系认识，表现出一种从科学家 （科

学知识） 到公众的自上而下的线性观念。这种

观念被称为公众理解科学的“缺失模型”①，它

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预设。

（1） 在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中，公众是存在

缺失的一方，他们缺乏科学知识，因而也缺乏

科学素质，很难具备参与科学技术决策的能力。

具备科学素质，更直接地说，掌握足够的科学

知识与方法，被认为是更好地参与科学技术决

策的必要条件，而 （至少是大部分的） 公众在

这一点上，是缺乏的。

淤关于 野缺失模型冶 较早的探讨源自 Ziman J. 所著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袁 发表于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袁 1991 年第 16 卷第 1 期 99-105 页遥 之后不断有学者对此进行批判和反思袁 如英国学者 Durant尧 Wynne 等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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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一方的代表———科学家，被置于

优于公众的地位，在整个公民科学素质测量过

程中，专家始终以一种权威存在。从题项的设

计和遴选、各维度素质水平的判定标准，甚至

最后对于公众缺乏科学素质的解决方式———向

公众灌输更多的科学知识，都由科学家起决定

性作用。

（3） 公众具备科学素质 （或称公众理解科

学技术） 无疑是一件好的事情。在米勒看来，

科学素质是工业化世界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有

效的公民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科学素质的测

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准绳来测量一个社会中拥

有足够的技能和知识，以行使其公民权和消费

者角色职能的成年人的比例。即，具备了科学

素质，才能有效地行使其公民权和作为消费者

的角色职能[13]。

（4） 在以上的意义上，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的当务之急在于解决公众知识的缺乏。而解决

这一问题的关键路径在于，需要面向公众进行

科学知识的传播，以正规的学校科学教育为主，

以对成年公众的继续教育和媒体新闻报道、博

物馆科技馆等非正规活动为辅。科学共同体和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被置于一种自上而下的线性

路径的上游，而公众则居于接受方的下游。

对于米勒体系蕴含的这一基本理念，不少

学者提出了批判意见和不同的理念，“民主模

型”、“内省模型”、“语境模型”、“外行知识

模型”和“公民认识论”等的提出，都反映着

研究者们对于公众理解科学的深刻反思，并且

这种反思和探讨仍在继续进行[14]。
而对于实践而言，尤其是我国，米勒体系

所基于的这些理念预设在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测

量和建设过程中仍有着深深的烙印，如何将理

论领域的探讨和成果吸收到我国的具体实践之

中，形成符合国情、“与时俱进”的价值导向，

仍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并付诸实践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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